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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晚清宪政与40年代国民党宪政改革之比较 

李先伦

    

    

    政治现代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两次较大的社会和政体转型，留给我们
许多有益的历史教训，一次是辛亥革命结束了晚清的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另一次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国民党的军阀独裁制度使中国进入人民共和国时代。令人费解的是，无论清
政府抑或国民党政府都曾进行过一次宪政改革即20世纪初晚清宪政与40年代国民党宪政，他们都希望以
此缓和矛盾稳固统治，但最后又都毁灭于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改革。本文拟对这两次宪政改革的背景条件、
过程特点以及影响意义进行对比，以找出在整个中国政治现代化中宪政改革的一些规律性东西。 

    一、两次宪政改革的背景条件 

    1．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促成改革的启动 

    任何重大的政治变革都有其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根源，中国20世纪这两次重大的宪政改革，也是在其经
济发展进而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革这双重因素的基础上促成的。 

    尽管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自产生之日便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但在近代也曾出现过几次黄
金时期。清末“新政”对民办企业的鼓励就使民族资本主义一度发展。据统计从1901～1911年的十年间，
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企业在全国有370家，资本总额高达8620万元，发展之迅速可见一斑。经济发展使社
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士绅阶层地位提高并逐渐形成具有初步参政意识的立宪派，要求清政府迅速实施宪
政以挽救民族危机。如果没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士绅阶层和立宪派的形成，晚清宪政改革
不会发生的那样快。南京国民政府刚建立后的一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这为后来民族资
产阶级的壮大和成熟奠定了基础。但40年代国民党所推行的经济统制和限价等种种阻碍经济发展的措施使
日益成熟的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满，他们要求经济上的公平民主和自由竞争，并希望通过宪政来推动国民
党政府迅速实施民主，从而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早期的经济发展及其促成的资产阶级的壮大成熟，是40
年代的国民党宪政改革的直接动因。 

    2．严重的民族危机成为改革的直接推动力 

    近代中国有两次极端严重的民族危机，即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和1937年日军侵华。这两次战争均以灭
亡中华民族为最终目标，但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宪政改革的动力。 

    1900年帝国主义各国联合发动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
约》。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清政府才相继实行“新政”和宪政改革。尽管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
争加速了清政府对宪政的渴望和实施宪政的决心，但如果不是各种危机的迫使，即使再理想的制度也不会
使腐朽的清政府产生兴趣，更不会促使其冲破重重阻力去实施。所以晚清宪政主要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所造
成的严重民族危机迫使下才最终发生的。20世纪40年代的国民党宪政是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下发生的。
1937年日本发动了旨在吞并中国的全面侵华战争，在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国民党政府依然推行
原来的一党专制对一切事务独断专行，严重挫伤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尤其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日甚一日，严重影响了抗战的顺利进行。为了统一全国人民共同抗日挽救危亡，国民
党政府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终于被迫妥协，开始在40年代实施宪政。 



    3．国内多重利益集团向统治者提出改革挑战 

    20世纪初晚清社会和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都处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上，各种新的社
会利益集团纷纷产生并向统治阶层提出挑战。这要求统治者必须适应形势发展进行民主化改革并对各种利
益集团的要求进行容纳和整合，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转型。 

    清末宪政前夕国内存在多重利益集团的挑战。首先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立宪派对内忧外患的晚清社会
有所不满，而希望通过和平宪政的方式使中国摆脱危机走向富强。而与之相对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要求
推翻清朝统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此外还有地方督抚尤其是汉族官僚也对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有
所不满，要求通过宪政改革来改变这种局面。可见清政府的统治已面临多方面的严重挑战，民主化改革势
在必行。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宪政时国内的利益集团更加复杂。首先代表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自大革
命失败以来便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时时威胁它的统治；其次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
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主张尽快实施民主宪政；此外各派地方军阀也希望通过宪政改革的幌子来与
蒋政府抗衡牟取私利。可见40年代国内利益集团格局与晚清宪政改革时有些相似，但所面临的挑战却要严
重得多。 

    二、两次宪政改革的过程特点 

    1．两次宪政改革都具有一定的长期性和曲折性 

    两次宪政改革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有较多曲折和反复。晚清“新政”虽在一定程度上为宪政提供了坚定的
士绅阶层和自由的思想氛围，但经过出国考察，统治阶层发现实行宪政仍有许多方面需要准备,认为预备
立宪“至速固非三五年所能有成”[1]，因此在参照日本和俄国宪政改革期限的基础上，“最终决定预备立宪
的期限为9年即1917年召开国会，并据此制定了逐年筹备的清单。”[2]晚清宪政也经历了相当的曲折，其
中对宪政含义的理解便是一例。晚清统治者认为宪政不过是一种集思广益、上情下达的方式，实质是一种
传统的以帝王为尊的民本主义观，因此他们所向往的是日本式的大权政治的二元君主立宪；而立宪派所要
求的是通过宪法来限制君权保障民权，实质是一种以人民为尊的民主主义观，因此所推崇的自然是英国式
的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这种对立随着宪政的发展渐渐凸现出来，后来发生的国会请愿运动便是这种矛盾
激化的结果。40年代国民党宪政改革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并不逊于前者。首先4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已
不同于晚清君主专制而是共和制度掩盖下的军事独裁，并借“民智未开，不能宪政”为由故意延长“训政”期
限以维护其一党独裁，这显然比晚清政府更具欺骗性。其次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控制力上要比晚清政府强
大。国民党政府尽管实行一党专制但形式上仍是一个现代性政府，比晚清政府更具合法性。同时国民党不
但拥有令晚清政府望尘莫及的现代化军队，而且有遍及全国的特务系统对社会进行严密控制。所以在晚清
宪政改革几十年后的国民党宪政改革，无论从理论上抑或是现实上都要曲折得多。 

    2．两次宪政改革都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 

    20世纪这两次宪政改革都动员了巨大的社会资源，激起了广泛的社会参与。预备立宪以前的晚清“新
政”波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许多方面，使晚清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仅从士绅阶层来看，晚
清预备立宪时中国士绅阶层已达140余万人，其中除去约15万人在清政府任职外，还有约130万在野士绅
[3]。这些都成为支持宪政改革的立宪派的主要社会基础。最能表现晚清社会广泛参与的是宪政改革期间
发生的三次请愿运动。1909年底，立宪派集合10省的咨议局代表前往北京请愿。第二次发生于1910年6
月，共有20多万代表参加请愿。请愿遭拒绝后紧接着发生了第三次请愿运动，这次甚至准备动员2500万
人参加[4]，包括各界士绅、学生等各种新势力。三次请愿运动足以反映晚清宪政改革已具有广泛的社会
参与。国民党40年代宪政改革比晚清宪政更胜一筹。40年代时辛亥革命所确立的共和制度已深入民心，
国民党政府却依然推行专制统治，并没有实行民主宪政的意向，这就决定了广大民众在运动中要起主要作
用，运动的广泛性也就较晚清宪政改革更强。这次宪政改革的广泛性主要表现在两次大规模的宪政运动
上。第一次宪政运动发生在1939年，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各党派提出了七个关于宪政问题的
议案，并进行了激烈辩论，“你起我立，火并似的舌战；没有一分一秒的停止”[5]。同时基于对蒋介石政府
实施宪政的怀疑，各党派决定开展一次大规模的宪政运动向其施加压力，并成立宪政促进会在各地大规模
活动。第二次宪政运动发生于1943年，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宣布“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
集国民大会制颁宪法。”[6]并决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开始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这次宪政运动无论
在国统区抑或解放区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而且在规模上比第一次更广泛更深远。由此可见，国民党宪政
时期的民众社会参与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晚清宪政，而且在民众自觉程度上也大大提高。 

    3．两次宪政改革的统治阶层都是既保守又无能 

    有种观点认为，若不是辛亥革命打乱了清政府正常的宪政改革计划，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或许能取得巨



大成功。但现实是清政府太保守，在宪政改革中畏首畏尾才最终导致了革命的爆发。 

    晚清宪政的保守性主要表现在对宪政问题的认识上。首先统治者仍沿用民本主义来看待宪政改革，认
为它只是一种统治策略。因此清朝统治者在改革中极力保持原先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不肯对人民作出
“过分”的让步。而与权力保守形成对比的是清朝统治者在政治素质上的低能。清朝自乾隆后期直到近代整
个官僚体系腐败不堪，不但“无丝毫政治上之常识”[7]，而且彼此极不团结，“趋利则相轧，过患则相陷”
[8]，“上则如社鼠城狐，要结权贵；下则如饥鹰饿虎，残噬同类”[9]。这帮官僚在推行宪政时依然沿袭旧
病，办事推诿，既保守又无能，宪政失败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长期一党专制和
军事独裁下整个官僚阶层严重蜕化，逐渐演变为一个极度保守和腐化的集团，政治上推行一党专制拒绝承
认其他党派的合法地位；经济上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对广大中小企业和人民进行压迫；思想上禁止言论和出
版自由并通过各种特务机构对广大民主人士进行迫害。而在社会责任上国民政府却十分低能。面临日本入
侵和中华民族的危亡，国民党政府先是不抵抗后来又宣扬悲观主义论；面对通货膨胀造成的生产萎缩和经
济萧条束手无策；整个官僚阶层腐败盛行对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不闻不问。这样一个保守无能的政府所作
出的宪政承诺难免会遭到广大民众的置疑。真正的现代化宪政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更
需要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民主法制意识，并对现代化各方面具有充分知识储备的集团，而这个任务
国民党政府是难以胜任的。 

    三、两次宪政改革的启示 

    1．民主力量是巨大的，民主潮流不可抗拒 

    民主是近代中国人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自鸦片战争起中国人就开始学习西方，经历了从器物引进逐
渐到学习制度和思想的过程。民主是中国向西方学习中的伟大成就，它所蕴含的潜力是巨大的，一经引进
便成为政治上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凡真正坚持民主或为之奋斗的力量均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自戊戌维
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乎整个近代史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晚清宪政期间发生的三次大规模的
民众请愿运动和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宪政时期发生的两次大规模的宪政运动都充分说明了民主的潜在力
量。同时民主潮流也是不可抗拒的，任何试图阻止民主进程的行为最终要被历史推翻。晚清政府和国民党
政府原本只是要借宪政来欺骗民众，却客观上顺应了民主潮流促成了民主宪政的启动，以至于最终他们又
被自己发动的宪政改革的历史潮流所吞没。这都从反面证明了民主力量的巨大和民主潮流的不可抗拒性。 

    2．执政党只有代表民意顺应潮流才能长存 

    执政党必须尽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统治继续和发
展。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时代潮流是相辅相成的，统治阶层如果开历史倒车违背历史潮流，就必然与广大
人民的利益要求相背离。晚清政府和40年代国民党政府在宪政改革中过于保守和顽固，没能适应变化了的
社会形势，及时满足和协调各派新生利益集团的要求，从而得不到当时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自然也就违
背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潮流，最终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两次失败的宪政改革最终都被人民革命运动所推
翻，被历史所抛弃，这充分证明了统治阶级或集团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方向才
能长存。 

    3．现代化事业必须有人民的广泛和自愿参与才能实现 

    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离不开人民的参与和支持。现代国家取得民众支持的
方式多种多样，有通过对民众进行欺骗来实现民众参与的，有通过军队、特务机构等国家专制机器来强制
实现民众参与的，但这些手段都是非正常的，其结果，民众参与不是数量少就是非自愿，最终不是现代化
过程受阻，就是阻碍历史进程的势力或集团被历史所抛弃。晚清宪政时期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和社会控制力
几乎丧失殆尽，再加上改革过程中的顽固保守以至于它所推行的宪政改革根本得不到社会民众的支持和响
应。而40年代国民党政府虽然在合法性和社会控制力上都胜于前者，但由于其从开始就没有实施宪政的诚
意，再加上军警暴力和特务统治对民众的压制，最终导致宪政失败和自身的灭亡。所以，这要求那些承担
现代化重任的政府必须真正取得广大人民的广泛和自愿支持才能实现。 

    注释： 

    [1][2]《清末预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6、67页。 

    [3][4]张朋圆：《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北1983年再版，第32、71～73页。 

    [5]黄炎培：《黄炎培日记摘录》1939年9月15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中华书局



1979年版。 

    [6]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
资料》（下），第843～851页。 

    [7][8][9]梁启超：《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76页。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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